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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徽商同和号与兆成号的商业文书,蕴含有清末徽州地区的货币行用方面的丰富信息。 因商业发达,19
世纪初以来外来银元已在徽州地区货币使用中占据相当优势。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徽州地区银两的使用曾一

度回升,但战后随着地区经济的复苏和茶叶贸易的复兴,外国银元市场重新取得了绝对优势。 这表明太平天国

战争虽对地区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徽州地区经济战后恢复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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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对于晚清社会经济活动的

深远影响,学术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① 本

文拟聚焦于徽州一地,利用徽州文书档案,以晚清

徽商同和号与兆成号的商业账簿为主,利用账本

所记录的相对连续而系统的交易信息,并结合其

他契约文书史料,揭示 19 世纪中后期徽州地区货

币使用结构变迁的情形,并藉此管窥太平天国运

动对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本文还将结合徽州

借贷文书以及北京商业契约文书,比较并讨论晚

清城乡之间及南北两地货币使用结构的差异。
近年来,利用徽州地区的契约文书包括商业

账本来研究徽州地区经济社会史的成果不断涌

现,如吴秉坤利用黄山学院所藏的徽州文书,整理

出清至民国徽州民间借贷利率表。 马勇虎利用徽

商志成号的商业账簿进行了一系列的关于货币流

通以及银钱比等问题的研究。 刘秋根、孙丽等人

依据徽商簿册对明清时期的商人合伙制度进行探

讨。 本文体现这一新的学术潮流,并在吸收和利

用前人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学者提出的

“银两始终在徽州的交易中占据相对于铜钱压倒

性优势”的观点进行修正。②

同和号与兆成号账簿概述

徽商同和号与兆成号账簿收录于安徽大学徽

学研究中心刘伯山主编的《徽州文书》第一辑之

《黔县五都四图程氏文书》 (以下简称《程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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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黔县一都榆村邱氏文书》 (以下简称《邱
氏文书》)。 其中,《程氏文书》包含了同和号与兆

成号抄录给其股东程鸣玉记的买卖租典契约、合
同公约、收借条、账单账册等重要文件,记录有徽

商经营状况、借贷利率、货币汇率等重要商业信

息。 《邱氏文书》中则包含了同和号与兆成号的

另一位股东邱集文及其后代所保存分家的阄书,
为考证这两家商号的源起兴衰提供了丰富信息。

《程氏文书》为刘伯山于 1998 年从黔县本地

的一位商贩手中获得。① 经过刘伯山整理,这批

文书共有 270 份,多为商业文书,并且还记录了程

氏与黔县一都榆村邱氏的交往信息。 《邱氏文

书》共有 280 份,年代最早的一份可以追溯到天启

四年(1624),最晚的一份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

以后,时间跨度为 330 年。 这其中保存较好的有

光绪十六年(1890)邱应书的遗嘱,其中记录了邱

氏家族参与经营同和号与兆成号的详细过程。②

由此我们还得知同和号的股东程鸣玉记以及邱集

文记都参与了后续兆成号的经营。 据宾长初与汪

崇筼考证,③同和号的经营地点为安徽黔县碧阳

镇,主营布业。 兆成号的经营地点为休宁县屯溪。
兆成号实际上是同和号难以为继以后,由股东们

重新出资开设的,因此这两家商号的经营具有延

续性,适宜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分析。
这两家商号的文书,如账单、账本、收租簿、礼

单、货单、支用单等,可分为三类:一是合墨,二是

计抄与扎契单,三是盘单。 合墨指合同,象征着商

人经营活动的开始,是徽商出于自身经济利益,与
合股的亲友或者不同宗族合伙人之间签订的协议

文书。 计抄与扎契单是商号流水出入的记载,在
每年正月盘点时,商号对上一年度与某一商业往

来对象的日常收支帐目的抄送。 这类抄照单并不

记载业务往来帐目,而是日常现金收支,主要由

“收”“支”“结存”等三个项目构成。 盘单是商号

股东对商号经营状态的年度盘查单据,可以理解

为年度经营的决算报告。④ 一般而言,每年正月

为盘点时间,经营情况会被抄照给各投资者以供

参考。 同和号与兆成号的盘单类账簿,是本研究

的主要关注对象,其按照存项与该项将账目分类

的想法,大体类似于现代会计制度的资产负债表。
除此之外,盘单还包含有关于银钱比以及货币使

用的情况。
同和号与兆成号盘单的存项大体可以理解为

商号的资产。 具体分为:(1)存货,即记录本会计

年内商号所存货物的价值。 在盘单中不会详细记

录商品的种类、单价等信息,只会记录它的作价,
具体商品信息可能会记录于盘货单中。⑤ (2)预
付账款,即字号因采购商品而预付给供应商的款

项。 (3)应收账款,即商号采用赊销方式销售商

品,形成一项应该收取的权利,即应该收取但还未

收到的一笔货款。 (4)店友暂欠,即店友伙计从

商号支取的款项,可理解为商号对自身员工的债

权。 此外,在兆成号的一些盘单中,曾列有字号付

给屯溪益泰亨号的押金,还有付给当地行会的会

费,这也可以认为是债权的一部分。 (5)固定资

产,大多体现为商号置办的装潢与家具,会不定期

地列入存项中并进行某种类似于折旧的处理,在
兆成号经营的后期,还出现有古董等项目的记载。
(6)现金项,这是指盘点时,商号现存各类货币的

实际数额。
而盘单的该项,结构相对简单,其中有些就是

购买商品的客户预付款,有些则指商号的欠款,在
个别年份还出现了对长工工资的拖欠,即应付职

工薪酬。 在每一年的盘单中,都会进行“除该各

存仍存……”的总结,是将“存项”扣除“该项”后
的盈余,可以理解为商号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

在盘单的最后,商号依据当年的剩余权益与

各股东的股本,确定当年分红的比率和每位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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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得份额。 之所以不约定投资者按某个固定比率

获利,可能是为激励投资者积极参与商号的经营

活动,并使其对经营表现负责。① 另一方面的考

虑应该是为了减轻商号的经营压力,小规模商业

经营十分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如果商号在

某年经营困难,亏损严重,却还不得不给股东大量

分红,无疑是雪上加霜。②

此外,同和号与兆成号的盘单中,有大量关于

19 世纪后半期银钱比价的记录,主要有两大来

源。 一是同和号与兆成号现金项中留存铜钱的记

载。 二是“存项”或“该项”中使用铜钱结算的换

算记录。 同和号与兆成号对于银钱比价的记录从

道光二十九年(1849)一直持续到光绪二十一年

(1895),时间跨度 50 年左右,期间有一些年份没

有记载银钱比价的资料。

徽州文书中记录的货币使用

在清朝最初的一百年里,国内大部分使用银

的交易都以银块或银锭作为媒介,以“两”为单位

计价。 进入 19 世纪,外国银元随着对外贸易的发

展深入中国内地,大有逐渐替代银两的趋势。 到

了清末的几十年,清政府开始铸造发行自己的银

元,市场上同时流通着传统银两、外国银元以及自

铸银元等货币。③

同和号与兆成号的经营时长跨越了半个世纪

左右,其账簿中出现的诸多交易也见证了清朝自

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再到新政改革等重要阶段

有关以“银”“铜”为介质的货币信息,现对文书中

记录的各种货币使用情况进行考察。
关于传统银两的使用,在兆成号光绪二十三

年(1897 年)正月初二的盘单中,就有如下记载:
该胡蔚记二四曹宝文一千四百五十七两

一钱八分二厘

该邱计集计二四曹文三十两一钱二分二厘

在兆成号这两笔“该项”的记录中,使用的计

价货币是二四曹宝纹银,事实上,在同和号与兆成

号账簿中出现的绝大部分与银两有关的交易,使
用的都是二四曹宝纹银。 关于“曹”的含义,很有

可能是对于计重单位 “两” 的规范。 清朝关于

“两”的计量衡也没有统一,许多地方都有自己独

特的计量标准———“平”。 不过,在众多不同的计

量标准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库平两、海关两、广平

两和漕平两这四种。④ 据戴建兵考证,安徽安庆

所用的市平即为“漕平”,⑤因此“二四曹宝纹银”
中的“曹”应该就是指“漕平两”。 关于“纹”的含

义,则很可能指“纹银”,是一种全国性的假想标

准银,成色是千分之九三五点三七四,实际上并不

存在,只是一种换算单位。⑥ 由于银两的种类繁

多,计量衡不统一,因此在流通时十分繁琐。 本埠

所铸银两或外地运来银两由本地炉房改铸而成

的,需有公估局鉴定,批准后,方可流通,“市面设

有公估局,凡行用银两,持赴该局,即用漕平秤码

平其分量”。⑦

银两不仅在本地流通较为繁琐,异地之间,由
于各地公估局的标准不同,流通更为困难。⑧ 如

果交易使用的是散碎银两,要对各种不同成色的

银子以及秤平进行换算,极大增加了交易成本。
这也使得普通人在交易时,更愿意用钱,而随着标

准化的外国银元流入内地,大宗交易使用银两的

频率也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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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世纪中后期外国银元随着海外贸易流入

中国。① 鸦片战争后,在中国流通较为广泛的银

元,是西班牙本洋与墨西哥鹰洋。 在同和号与兆

成号的账簿中,本洋与鹰洋也是经常出现的货币。
仍以光绪二十三年(1897)兆成盘单为例:

该孙和记本洋八十九元八角九分二厘,
九二扣曹文八十二两七钱零六厘

鹰洋一百九十二元二角九分七厘,七六

扣曹文一百四十六两一钱四分一厘

由此可知,这一年兆成号拖欠了孙和计近九

十元本洋和近二百元鹰洋。 此外,我们还可以知

道,该年本洋与二四曹宝纹银的汇率是 1 ∶ 0. 92,
鹰洋与二四曹宝纹银的汇率是 1 ∶ 0. 76。

由于外国银元制式统一便于流通,中国民间

很早就开始仿铸银元。 嘉庆年间曾出现过以本洋

为模板的民间洋元,但是成色花纹不统一,贬值很

快,终被禁止。② 林则徐在任江苏巡抚时,曾在奏

折中提到嘉庆、道光年间江苏民间已经开始铸造

银元。 同时,林则徐还提出铸造重五钱的道光通

宝银钱的设想,但是并未实行。③ 光绪十三年

(1887),两广总督张之洞提出应该自铸货币,从
某种程度上抵制已经随处可见的外国银元。 两年

后,广东设厂,开始铸币。 币面中央印有光绪元宝

字样,背面刻有蟠龙花纹及英文,是清政府最早发

行的制式银元。 由于每元等于库平七钱三分,被
称作七三番板,又被称作“龙洋”。④

自铸货币,除了能够稳定中央政权对金融市

场的控制,减少外国银元套利银两带来的白银外

流之外,对于地方官员而言,也可以增加财政收

入,稳固自己的势力。 随着直隶、南京等地纷纷开

铸龙洋,刚刚上任的安徽巡抚邓华熙向朝廷上疏:
“安徽制钱缺乏,请仿广东湖北,筹铸大小银元,
以济钱荒,而挽外溢之利。”不久之后,安徽就在

安庆东城火药库旧址之上设立银元局,开始铸造

龙洋。⑤ 但各省的银元局彼此之间相互独立,所
铸银元重量成色仍然不统一,省际间的流通依旧

困难重重。
龙洋的基本计价单位是元,币值较大,因此又

有五角、二角、一角和五分的银辅币出现。⑥ 由于

种种原因,龙洋出现后并没有取代外国银元在市

场中的地位,而是与它们一起流通。 光绪二十三

年(1897),兆成号的盘单中第一次出现关于龙洋

的记载:
存现鹰洋三百五十一元,现钱龙洋五块,

六扣曹文二百十两六钱

这一年的现金项中同时记录了鹰洋与龙洋,
并将它们按照 1 ∶ 0. 6 的汇率折成了二四曹宝纹

银 210. 6 两。 可是当用银两除以汇率逆推后发

现,210. 6 两白银等于 351 元,刚好是鹰洋的数

量。 因此可知,当年兆成号虽然在现金中结余了

五元龙洋,但是并没有将它算入自己的资本,这可

能是因为龙洋刚刚进入徽州,商人不知汇率,便出

于保守考虑没有计价。 也有可能是因为龙洋本身

的信誉较差,被商人当作了“坏账”处理。
关于晚清外国银元、本土银两与铜钱的使用

情况,较少有系统性数据,大多信息散落于各种笔

记之中。 根据郑光祖在《一斑录》中的记载,⑦乾

隆四十年(1775)左右,西班牙本洋只能兑换铜钱

七百余文。 由于外国银元携带方便,使用频率越

来越高,价格也随之上涨。 至道光二年(1822),
外国银元与铜钱的兑换比价为一元兑换九百文,
这引起了朝廷的警惕。 清政府认为含银量较低的

银元,价格却很高,给了外国商人很大的套利空

间,因此决心在苏州、常州等地禁止银元流通。 然

市场对于银元非常喜爱,一旦禁令出现松动,银元

价格又得以恢复并且持续增长。 到道光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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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一两纹银可以兑换一千五六百文左右的

铜钱,而银元则可以兑换一千一二百文左右的铜

钱。 银元初入中国市场时,人们对其比较陌生,所
以价格较低。 随着银元在中国的普及,外国银元

兑银两的升水也渐渐消失。 即使在官府禁止银元

流通一段时间后,它又一次成为市场的宠儿。
如前文介绍,同和号与兆成号的资产项,大致

可以分为应收及预付款项、存货、现金以及资本公

积等项。 其中,留存的现金以银两(二四曹宝纹

银)、银元(鹰洋、本洋)、铜钱为主,从光绪二十三

年(1897)开始,大量出现如刀铜、龙洋、角子、小
洋等其他货币。 如在同治九年(1870)正月初二

日的盘单中,兆成号对现金项目的记录是:
存现曹宝纹,一百十五两七钱四分

存现洋七百二十一元,七折扣曹宝纹五

百零四两七钱

存现钱八千四百五十文,作曹宝纹四两

九钱四分

由此可知,商号对现金的类别有清晰的区分,
并且已经换算成统一的货币单位,其中同和号使

用银元进行记账,兆成号使用银两(二四曹宝纹

银)进行记账。 因此,通过分析盘单中现金项目

的货币构成以及其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可以描绘

出这两家商号的货币使用偏好。 尽管同和号与兆

成号的股东有很大重叠,但是它们的经营规模大

相径庭,因此如果将两家商号各种货币的币值总量

放在同一条时间线上比较,并不合适。 由于两家商

号地理位置距离很近,受地理、气候、战争、汇率等

外部因素异质性影响较小,因此使用货币比例作为

指标,将两家商号置于同一时间线进行比较。
现有盘单资料的时间跨度从道光二十九年

(1849)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 通过对账簿现

金项的整理,可以得出每一年商号留存现金的数

量、类别以及各种货币的占比。 现利用整理出的

数据绘制出每一年度现金结构柱状图以及变化趋

势,见图 1。
图 1 可看出,在最初的五年内,商号留存的现

金绝大多数以银元为主,咸丰四年(1854)出现一

次波动后又回归到外国银元主导的地位。 但是从

1857 年开始,银两的使用比例一下攀升到 43% ,

同治年中(1866—1873),银两在现金中的留存依

然占据较高比例。 随后在光绪十二年(1886),银
两的比例降到 23. 2% ,而在光绪十四年(1888)以
后,商号的现金中再也难觅银两的身影,外国银元

正式开始占据市场。 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开

始,自主发行的货币如龙洋、角子等开始大量出

现,成为了外国银元的有效补充,但是在盘单的存

项与该项中,仍然很少出现使用这些自铸银元结

算的交易。

图 1　 同和号与兆成号的货币使用

资料来源: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一辑)卷一、卷三,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说明:兆成号光绪十九年(1893)的盘单中尽管有留存现金鹰

洋两元一角、本洋五元、铜钱五百四十八文,但都作不计价处理,

因此现金数据为零。

由于币值的关系,尽管同和号或兆成号每年

都会结余一些铜钱,但是在最终换算后,钱不会占

据太高比例。 铜钱占比最高的年份是光绪十三年

(1888),达到了总现金币值的 4. 22% 。 而更多的

时候,这些结余的铜钱都作不计价处理。 由此可

见,在徽商的交易中,银两或银元是主要的交易货

币与结算货币,铜钱处于辅助地位,用于支付小宗

商品或廉价劳力。
为什么徽商对银元的偏爱会在 19 世纪中叶

发生了一个突变并且持续十余年之久,又是什么

导致了在 19 世纪 70 年代后,银元的使用又回归

了主导,这是下文需要讨论的问题。

货币结构变化的原因以及与外省的比较

尽管清朝白银和铜钱并行流通,但在清初期,
货币的使用以银两为主,政府也大力提倡,在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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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账与税收中都使用银两。① 在民间,大额交易

多使用银两,小额交易一般使用铜钱。 直到嘉庆

年间,海禁渐开,被贸易以及高利率吸引来的外国

银元才开始大量深入中国内陆。 进入道光年间,
从传统贸易口岸广东、福建,到黄河以南,都有大

量银元流通。 不仅在民间,南方各省在缴税时都

倾向使用银元。②

银元的增长势头一直保持到清末民初。 据统

计,清末外国银元在华流通或者随时可投入流通

的币值超过 5 亿元。③ 据彭信威估计,外国银元

占清末全部货币供应的 30% ,而美国学者郝延平

的估算则达到 47. 8% 。 此消彼长,标准化流程制

造出的外国银元在成色、重量方面能够实现统一,
极大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而传统的

银两在使用时需要经过一系列繁琐的鉴定流程,
要被送到公估局“较银色之高低” “称分两之轻

重”,方可进行交易,因此从晚清开始,对于银两

的使用愈发减少。④

除受到银元挤压的影响,中央政府和省政府

对待银两的态度也发生改变。 为与强势的外国银

元抗衡,清朝官员积极倡议由清廷自铸银元,原因

有五:(1)中国需要一种能与内外贸易相适应的

币制,来刺激洋务产业发展。 (2)改革币制以维

护主权,摆脱西洋的金融垄断。 (3)银元使用较

银两更为方便。 (4)铸造自主发行的货币有利于

统一日渐繁杂的货币市场。 (5)通过鼓励地方与

民间铸造银币,来解决清政府自身的财政困难。⑤

甲午战争过后,从官方到舆论都对自铸货币极为

热情,全国多地开始设厂鼓铸银元。 为支持张之

洞在广东省铸币,善后局专门拨给纹银用作原料。

而上海在铸造过程中,也大量使用了从四川、湖
南、江西、天津、东北等地流入的银锭。⑥ 1840—
1911 年,外国银元市场份额达到 43. 4% ,银锭、铜
钱之和为 29% ,自铸银元占到 9. 6% 。⑦ 在外国银

元强势入侵与清廷货币制度的转变中,中国货币

市场占据千年主导地位的银两逐渐衰退,民国的

“废两改元”运动后,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根据林满红的研究,银元多在经济富裕程度

较高、商品需求旺盛的地区流通,而银两则多在内

陆省份或距离主要港口与交通动脉超过走路两天

可到的距离以上的地方。⑧ 按照这个划分,在芜

湖租界开辟之前,徽州距离上海或宁波等通商口

岸都较远,较之长江出海口的地区要欠发达一些,
然而徽州又比内陆或北方各省更加“开放”,受外

贸影响更大,因此徽州应该属于银元、银两同时流

通的地区。 岸本美绪通过分析清代中国各地不动

产买卖契约中使用的货币种类,描绘出中国多个

地区使用银两、银元、铜钱以及其他物品作为交易

货币的变化情况,其所使用的资料分布广泛,包含

了苏州、北京、曲阜、徽州、闽南、台湾等地的土地

买卖文书,时间跨度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初。 研

究结果表明,到 18 世纪中叶为止,在全国各地银

两的使用都占据了较为主流的地位,在这之后,从
银两向外国银元的转换非常明显,并且铜钱数量

也增加了。⑨

前人的定性研究充分描绘了清末时期银两与

银元行用比例的消长,彭凯翔则基于吴秉坤整理

出的二千余笔清至民国徽州民间借贷利率以及计

价货币的数据,绘制出了徽州明清货币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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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图。① 他的研究指出,18 世纪中前期,货币

使用中银两占绝对主导,此后随着铜钱供应的稳

定增长,主导地位逐渐为铜钱所夺。 然而从 19 世

纪开始,大量外国银元流入江南,银元的使用开始

呈现上升趋势,到 1850 年以后,太平天国战争的

冲击一度使国内币制紊乱,外国银元凭借其质量

与供应上的优势,在国内币制市场开始占据主导

地位,而银两的使用则逐渐淡出。 此图与图 1 所

反映的货币结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可以证明在

19 世纪后,徽州地区流通的外国银元取代银两,
成为主要交易货币。 但是图 1 中出现的银两占比

回弹的情况却没有在此图中有所反应,这可能是

因为此图的年份坐标是每 20 年设一节点,很容易

忽视 20 年中重大历史事件对货币结构的冲击。
马勇虎在对徽州志成号文书的研究中,也发现了

与同和号与兆成号类似的规律。 从咸丰元年

(1851)至咸丰六年(1856),交易中洋元兑换铜钱

次数分别为银两兑换铜钱次数的 8 倍、3 倍、3 倍、
2 倍、5 倍、3 倍,②这更进一步佐证了徽州商号对

银元使用愈发频繁的发现。 但是志成号的数据仅

截止至咸丰六年(1856),并未记录 1857 年以后

对银两的使用情况。 同和号与兆成号的数据也仅

仅只是告诉我们银两又在 1857 年出现在人们视

野中,在之后的十年里,徽州地区的货币结构变化

趋势到底有没有出现起伏? 如果这段时间内外国

银元的使用下降了,其原因又是什么? 我们可以

先通过梳理史料,从中找到线索。
事实上,外国银元使用下降的情况在顺治朝

就出现过。 1650 年,清朝各省普遍使用银元,然
而随着 1659 年开始的近三十年的海禁政策,外国

银元的使用几乎绝迹。③ 因此,不难想象,如果

1857 年后的银元使用出现下降,是由于当时的某

个重大历史事件引起的。

爆发于咸丰元年(1851)的太平天国运动波

及了广东、浙江、江苏、福建、江西、湖南、湖北以及

安徽等南方各省。 1854 年,由于太平军北伐失

败,湖北、安徽、江西等省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及曾

国藩所率湘军持续了近十年冲突的主要战场。④

因此,徽州长期处于太平军和清军及地方团练的

反复争夺与烧掠中。 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由

祁门县正式入徽州,战事十分激烈,祁门知县唐治

和大洪司巡检钟普塘在与太平军交战时战死。⑤

而同和号所在的黔县与祁门县相邻,可以想见此

时黔县境内也发生了不小冲突。 据《太平军兵争

期内皖省府州县经过兵事年月表》统计,徽州六

县中,黟县和绩溪县被太平军占领过各 15 次,祁
门县和婺源县各 11 次,休宁县 10 次,歙县 4 次。⑥

兆成号所在地屯溪于同治三年(1864)遭到过这

样一次袭击。⑦ 由于战争激烈,徽州人口在战后

数十年里都呈现出“半真空”的状态,因此吸引了

大批外来移民。 随着人口锐减,徽州的宗族体系

以及保甲里社制度遭受重创,很多徽商家族从此

一蹶不振。⑧ 我们或许可以猜测,太平天国战争

极可能阻断了 1857 年后徽州的对外贸易,从而使

得徽州流通的银元减少,日渐消失于徽州商贸交

易中的银两出现回弹。
然而事实上,尽管战乱在徽州蔓延,太平天国

无论从政治方针还是军事行动上,似乎都不愿意

与西方产生太多摩擦。 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停滞

是由于太平天国对外政策导致的长时期彻底中

断,还是由于战乱冲击而导致的短暂中断,依然需

要进一步探讨。
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他们所宣扬的基督教

信仰博得了西方一定的同情。 建都南京后,即向

外国人表示:“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也。”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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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彭凯翔:《从借贷契约看清至民国时期徽州的民间借贷与民间经济》,载吴秉坤:《清至民国徽州民间借贷利率资料汇编及研究》,上
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序二”,第 4 页。
马勇虎:《咸丰年间货币流通的民间形态———徽商志成号商业账簿研究》,《安徽史学》2011 年第 2 期。
林满红:《银线:19 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第 37 页。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83 页。
许承尧:《歙事闲谈》,黄山出版社 2001 年版。
余道年:《太平军在徽州活动状况及其对徽州宗族的冲击》,《皖西学院学报》2013 年第 1 期。
余道年:《太平军在徽州的活动状况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对〈介夫年谱〉的分析》,《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3 年第 4 期。
李楠、林矗:《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口影响的再估计———基于历史自然实验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季刊)》2015 年第 4 期。



欢迎外国人来中国进行贸易。① 外国商人也期望

自己在太平天国占领区的业务不会为战争影响,
因此西方政府对南京进行过多次外交试探。②

1853 年 4 月, 英国驻香港总督 文 翰 ( Samuel
George Bonham)得到东王杨秀清与北王韦昌辉的

接见,他们的致函中解释了英国中立的立场,并且

希望太平天国能够承认英国的条约权利。 杨秀清

也明确地告诉文翰:“准尔英酋带尔英民自由出

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歼妖敌或照常经营

商业,悉听其便。”从后来西方各国宣布在太平天

国与清政府直接保持中立的做法来看,西方对太

平天国运动的担忧并不主要源于对其政权本身的

不信任,而是担心战乱会使得农村与商业陷入混

乱,从而威胁在中国贸易。③ 从对外政策上,太平

天国政权并没有主动破坏外贸的动机。
从茶叶出口的角度,或许可以为我们来探寻

太平天国战争对徽州对外贸易的影响到底是长期

性还是短期性提供新的线索。 徽州自唐代以来就

是茶叶的主产区,在五口通商之后,嗅觉极为敏感

的徽商就立即抓住机会,试图与西方建立茶叶贸

易。 比如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徽宁思恭堂的

募捐启事中有:“当与外洋通商之际,又得吾乡茶

商诸君云集而至。”还有些徽州茶商,及早就意识

到上海在外贸中地位将超越广州,将业务迁至沪

江。④

徽州茶叶出口的交易链条中,在供货端茶农

与需求端洋行之间,还有作为采购商的茶号以及

与洋行接触的茶栈,或称洋庄。 茶栈的总部一般

位于上海,通过设于屯溪的分栈进行茶叶收购或

放款等业务。⑤ 我们由此可以勾画出在长江内河

通商之前,外国银元流入徽州的路线:通过与外国

商人交易茶叶或丝绸等商品,洋行获得银元,而后

随着茶栈、茶号的层层交易,银元流入徽州,逐渐

成为各大商号业务往来的结算货币。⑥ 由这条线

索可以看出,如果徽州银元的使用减少,对外贸易

数量下降,必然与茶叶的供货端、中间商或是需求

端的变化有紧密联系。
连年的战乱对茶叶的供货端,即茶农以及茶

号,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战争对徽州的茶农与茶号

带来的打击并不一定是毁灭性的,他们可以在十

年左右的时间内就恢复生产经营。⑦ 此外,战争

对中间商的商品运输会造成直接影响,而在徽州

茶叶贸易的出关阶段,受到战争的影响就较小了。
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上,也出现了对于徽州茶叶的

利好。 1860 年后,世界银产量逐渐回升,这从某

种程度上刺激了国际市场对于茶叶的需求。⑧ 中

国茶叶与生丝的出口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大幅增

长,这使得在 1857 年到 1886 年间,共有 6. 91 亿

银元流入中国。 由于徽州是中国的主要茶叶产

区,因此有相当一部分银元会重新进入徽州。
因此,徽州的贸易在受到冲击后,很快就能重

新启动。 或许贸易完全恢复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但这期间绝不是“商旅不行”的状态。 银两的使

用可能会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的冲击出现回弹,外
国银元也有可能随着徽州对外贸易的复兴重新在

徽州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由于同和号与兆成号的

数据中断于 1858 年,随后十年的数据都是缺失

的,因此我们需要其他的资料来补充这一时期的

货币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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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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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邱飞:《太平天国时期宁波进出口贸易》,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年,第 20 页。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7 页。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第 292 页。
冯剑辉:《近代徽商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5 页。
冯剑辉:《近代徽商研究》,第 69 页。
“日益增加的大量银元,逐渐流入(上海)临近的产丝区和绿茶产区”(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

资料》,第 58 页)。
如名茶“黄山毛峰”创始人谢正安家族于宣统二年(1910)所立的阄书中,就记载了徽州茶叶商人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所受的冲击。 咸

同战乱时,“粤匪窜徽,家业为之荡尽……适时势稍平而天灾病疫……孓然寡助之时,处家无立锥之地,自磋命蹇莫迥,既倒之波澜恐

添所生,誓欲重撑夫门户。”受战乱与病疫的影响,谢氏家族受到了巨大冲击,商人谢正安发誓要重振家产。 他们的机遇很快到来,同
治四年(1865)以后,徽州的商贸便开始复苏,谢正安趁此机会,将家族的茶叶产业重新壮大(参见张斌:《关于“黄山毛峰”创始人谢

正安家族的两份阉书》,《黄山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
林满红:《银线:19 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第 265 页。



如前文所述,彭凯翔使用吴秉坤整理出的二

千余清至民国徽州民间借贷利率以及计价货币的

数据,绘制出了明清货币结构变化的趋势图,但是

由于其年代划分为 20 年一间隔,很难清晰显示出

某一特定历史事件带来的影响。 因此,我们使用

同样的资料,将其变成年度数据,绘示 1860 年前

后徽州货币使用情况,并将其与同和号与兆成号

进行对比。
吴秉坤的数据来源于黄山学院图书馆徽州文

化研究资料中心所藏的徽州借贷文书,含有借贷

发生年份、地点、利率和所借货币的种类、成色和

数量等诸多变量。 其中,1848 年到 1879 年,共收

录文书 494 件,在同和号与兆成号数据缺失的

1858 年到 1866 年,共有文书 160 件,样本量足够

丰富。 因此,由吴的数据得出的结果较为可靠。

图 2　 徽州借贷文书中的货币使用

数据来源:吴秉坤:《清至民国徽州民间借贷利率资料汇编及

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251 页。。

图 2 反映了在 1849 年至 1879 年,徽州货币

结构的变化。 本文将所有借贷数量按年度加总,
进而算得借贷中使用的每一种货币占当年总借贷

数量的比例,以此作为当年徽州货币使用情况的

反映。 因为这批借贷契约的来源既有城镇,也有

乡村,并且以乡村为主,因此铜钱的使用占据了大

幅比例,这与中国农村长久以来使用铜钱作为结

算货币的常识一致,并且本文的发现也对有学者

认为的“银两始终在徽州的交易中占据相对于铜

钱压倒性优势”的观点提出了质疑。①

图 3 则重点考察了外国银元、自铸银元相对

于银两使用情况的变化。 可以看出,在 1855 年之

前,银元的使用占据较大比重。 而在 1856 年与

1857 年,银两的使用出现回弹,这与同和号以及

兆成号的账本资料是一致的。 在 1857 年以后的

几年,有些年份中银元完全占据市场主导,而有些

年份银两能够占到约三分之一的比例,但是市场

上对银两的使用始终都未超过对银元的使用。 这

说明太平天国战争对于徽州货币结构以及外贸的

影响开始于 1856 年左右,于 1857 年影响加剧。
在随后的几年中,由于时有战乱或疫情发生,外贸

时常受阻,但是一旦局势稳定,无论清政府还是太

平天国都不会主动干涉徽州的对外商贸,外贸很

快恢复。 1866 年后,战乱留下的紊乱币制让银元

对银两的优势更加明显,促进了银元主导地位的

形成。②

图 3　 徽州借贷文书中的外国银元、自铸银元与银两使用

数据来源:同图 2。

值得注意的是,战争对徽州市场货币结构的

影响为什么在太平军进入徽州两年以后才产生?
一种可能是因为 1854 年太平军的战事刚刚进入

徽州,影响只是局部的。 另一个可能是因为徽州

市场上的银元存量很大,银元流入的减少需要在

外贸中断后一到两年的时间才体现出来。
1856 年 4 月 19 日的北华捷报给银元减少的

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当时太平军带

来的恐怖和灾难遍及华中与华北,真是到处血流

成河,庐舍为墟。 那时,一方面,胆战心惊的人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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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岸本美绪认为:“18 世纪中叶前后,尽管江南等地是铜钱使用的活跃期,但是在徽州却几乎不使用铜钱,甚至小买卖都使用银。 在此

后五十年左右,徽州才开始普及使用铜钱,但是在实际交易中,银两的使用始终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参见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

价与经济波动》,第 321 页)。
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1981 年版,第 44 页。



于求得银元,因为它是代表众所公认的一定价值

的最方便的形式,而被秘密的收藏,供将来使用

……另一方面,除了鸦片以外各种进口货的销售,
几乎都陷入停滞,导致英镑的汇率达到空前的高

度……”①熊昌锟发现,这一期间银元对英汇率上

升到 5 先令 7 便士至 7 先令 9 便士,平均价值提

高了 25%至 30% 。②

王宏斌对太平天国时期银价下落的研究可以

让我们对这一变化过程有更全面的了解。 为筹集

军费举办团练,各地官绅不得不把贮藏的大量银

锭强行注入市场,这一方面造成了银价下跌,也使

得银两的流通量上升。③ 这样看来,除了贸易停

滞这个原因以外,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也在当时的

徽州发生了。 在战乱下,人们普遍愿意储存不需

要“公估”、币值更稳定的“良币”———外国银元作

为不时之需。 而之前逐渐消失,成色相对较难以

鉴定的银两,则作为“劣币”在此时又重新回到人

们的视线中。 而且战时,湘军淮军的饷银也有可

能是户部拨来或各省协济的银两,清政府的财政

支出仍以银两为主,大量军费在江浙皖赣地区使

用,加强了银两在战时货币使用的比例。
1856 年,外汇市场的变动也可能是导致这一

时期货币结构变化的原因。 这一年,西班牙银元

的价格由英镑 6 先令 2 便士上升到 7 先令 8 便

士,而纹银却下降了 20% 。 含银量比纹银少 11%
的西班牙银元却可以与纹银等值交换,这使得内

地大量的银元都涌入上海,交换银两进行套利,内
地流通的银元也因此减少。④ 这种套利行为在汇

价下跌、银价上涨、西班牙银元与银两的换算率恢

复到原有水平后就会停止,其影响时间较短,并且

参与投机的银元数量是否庞大到足以影响货币结

构,是需要进一步考证的问题。
通过对比同和号、兆成号账本中的数据和吴

秉坤所录民间借贷的数据,还可以发现当地在银

两与银元行用中值得注意细节。 比如,在图 1 中,
1849 年银两的使用比例仅为 4% ,银元行用占比

超过 90% 。 在图 2 中,1849 年银两与银元(包括

外国银元与自铸银元)的行用所占比例大致相

当,各占约 10% ,而在 1850 年以后银元的使用才

占据较之银两占据压倒性优势。 这很可能是 19
世纪 40 年代以前白银外流和银贵钱贱危机的体

现。⑤ 至于为何这两组数据在银两银元比例的数

值上会有较大的差距,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基于

吴秉坤借贷契约得到的比例是较大样本计算结

果,比较稳定,更能反应市场整体的情况。 而同和

号与兆成号只是个体商铺的数据,更易受商铺自

身经营状况影响,稳定性较差。 更为重要的原因

是,吴秉坤的借贷契约涵盖了许多乡村地区,这些

地区更多地保留了使用银两的习惯,而同和号与

兆成号数据则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县城经营的商

号或商铺货币使用情形。 因此在同一年的情况

下,总是能看到吴氏数据反映的银两比例多于同

和号与兆成号的银两比例。 对比二者的趋势,可
以发现使用银元银两的变化基本是一致的:一方

面,19 世纪后半期徽州市场货币行用习惯均发生

了显著的由银两向银元转变的过程,但这一转变

过程在太平天国时期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干扰和

破坏,但这一市场趋势在战后不久即得以恢复。
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印证了我们对太平天国战

争影响徽州贸易程度的判断。 林满红认为太平天

国虽然波及了中国主要产丝与茶叶的东南地区,
然而实际上这些经济作物的贸易并没有被太平天

国战争摧毁。⑥ 需要说明的是,岸本美绪认为,在
徽州地区,银两始终在货币流通中占据优势地

位,⑦这与本研究的结果有些矛盾。 原因之一可

能是岸本美绪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徽州土地买

卖文书,这些交易大多发生在农村地区,银元本来

稀少,加之土地买卖属于大宗交易,不太可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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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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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 58 页。
熊昌锟:《良币胜出:银元在近代中国市场上主币地位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 年第 6 期。
王宏斌:《论太平天国时期银价下落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 年第 6 期。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 63 页。
林满红:《银线:19 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第 91 页。
林满红:《银线:19 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第 91 页。
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 328 页。



铜钱支付,因此这样的交易肯定使用银两多过银

元。 在其 1843 年到 1913 年的数据中,可以明显

看到使用银元的交易大量出现,这与本研究发现

在 19 世纪 50 年代后银元在货币市场上逐渐占据

主导地位的结论相吻合。 原因之二可能是岸本美

绪的样本来源更广泛,而吴秉坤的数据更多集中

在茶产地。 熊昌锟的研究发现,由于茶商向产茶

地区的农民购买茶叶,茶叶产地使用银元的契约

数量明显多于非产茶区,毗邻港口或沿海的城镇、
农村也更偏好银洋。 不过在丝、茶产地以外的农

村地区,受制于交通条件以及地丁银等税赋多以

钱折银缴纳的原因,银锭和制钱的使用远超银

元。①

尽管银元在清末徽州地区的流通已经十分普

遍,但是在北方地区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本文使

用刘小萌主编的《北京商业契书集》中收录的 200
份交易记录,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北京地区的货币

使用情况进行分析。 这些契书按种类分为典契、
卖契、铺底契、合伙经营契,时间跨度从道光元年

(1821)到宣统二年(1910),由于数据量较小,因
此时间上采用每 5 年为一时期进行统计。

图 4　 北京地区的货币使用

数据来源:刘小萌:《北京商业契书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10—428 页。

可以发现,在清末北方的货币使用中,几乎不

见银元的踪影,只有银两与铜钱被用于交易。 在

进入民国时期以后,银元才逐渐出现。② 这一发

现映证了北方多使用银两,南方多使用银元的观

点。 而关注银两相对与铜钱使用的变化,在 1865

年以后,原本占据半壁江山的铜钱逐渐减少,在
1885 年以后就销声匿迹了。 对比徽州的铜钱使

用情况可以看到相似的规律,1865 年成为了铜钱

使用的转折点,外国银元与自铸造银元的使用越

来越多。 这说明银铜二元本位下中国货币体系的

变化是全国性的,银、铜价格,对外贸易、市场偏

好、货币政策会对南方、北方的铜钱使用造成相似

的影响。

余　 论

民间文书中蕴含的丰富信息可以为我们提供

翔实的微观史料与数据,帮助我们进一步探明清

代中国社会经济面貌。 本研究利用同和号与兆成

号的账簿中现金货币留存比例、徽州民间借贷资

料以及北京商业契书等资料,讨论了晚清货币结

构的变化。 总体趋势而言,外国银元在逐步取代

传统银两。 但是太平天国战争带来的外贸中断使

得银两开始在市场上回归,这种回归一是因为银

元流入减少,二是因为战争导致的反弹,并未持续

很久。 由于徽州茶叶贸易的体量庞大以及太平天

国本身对于外贸的鼓励态度,徽州的对外贸易很

快恢复,外国银元也重新回归主导地位。 标准化

程度以及流通性高的货币驱逐了交易成本较高的

银两。 通过南北方货币使用情况对比,可以发现

在南方开始流行使用银元的时候,北方依然在使

用银两,而两地对铜钱使用的变化趋势则基本一

致。
历史事件对货币结构变化的影响可能是年度

性,甚至月度性的。 如果我们将年份间隔以十年

计,则完全不会看出太平天国战争对徽州货币结

构的影响以及其中发生的故事,会误以为这是

“风平浪静”的十年,而当我们将年份间隔细化为

一年计时,则可以发现此中“波澜”。 对同和号与

兆成号商业账簿的整理,虽然不能说是一项庞大

的工程,但是它为中国经济史数据补充了一点

“砖瓦”,相信随着学界对账簿、契约文书挖掘的

深入,定会使得中国经济史数据更加完善,发现并

11

从徽商账本看太平天国战争前后徽州地区的货币使用

①

②

熊昌锟:《近代宁波的洋银流入与货币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 年第 6 期;熊昌锟:《近代福州的茶叶出口与外国银元的流

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 年第 4 期。
刘小萌:《北京商业契书集》(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年版。



解决更多问题。

作者简介:袁为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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